
《冯友兰自述》第五章：三十年代 
 

[作者] 冯友兰 
[单位]《冯友兰自述》 

[摘要]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

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

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

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 

[关键词]《冯友兰自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冯友兰，北京大学 
 

 
1985 年冯友兰已是 90 岁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还有四册需要完成。 
第一，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清

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实际

上说的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由封建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的两个时

代，但是我没有用这些名词，因为这些名词在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 
 
我认识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和中国通史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中国通史的发展，随着上  

面所说的两个大转变时期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大转变时期为第一阶段。第一次大转变时

期至第二次大转变时期中间为第二阶段。第二次大转变时期及其以后为第三阶段。通史既然

有三个阶段。哲学史也应该有三个阶段。但我的哲学史只打算讲前两个阶段。因为我认为，

在第二次大转变以后，还没有大的哲学体系出来，新的哲学体系还正在创造之中。"焉知来者

之不如今也"？"来日方长"，"方兴未艾"，历史家所写的，主要是"盖棺论定"的事情。还没有"
盖棺"的事情留待将来的历史家。我所要讲的分两个段落，我称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 

 
第二，这两个时代不是照着讲历史的一般惯例分的。这两个名称也不是用过去常用的名

词随便加上去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各家各派，尽量发表各自的见解，

以平等的资格，同别家互相辩论。不承认有所谓"一尊"，也没有"一尊"。这在中国历史中是思

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最高涨的时代。在经学时代，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典籍，已变

为"经"。这就为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树了标准，建了框框。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

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人们即使有一点新的见解，也只可以用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

实际上他们也习惯于依傍古人才能思想。好像是两腿有病的人用拐杖支着才能行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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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他的腿就不起作用。即使像王船山、戴东原那样的富有变革精神的思想家，也不能离

开五经、四书独立发表自家的见解。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他认为，历史给他的任务

就是为五经、四书开创新局面。要推倒"经"的权威，那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所谓"
经学"就是思想僵化、停滞的代名词。思想僵化、停滞就是封建时代一切事物僵化、停滞的反

映。"经学"和"子学"，两面对比，"经学"的特点是僵化、停滞，"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生

动活泼。用"经学"和"子学"这两个名词，称谓中国历史的两个时代，这是从两个时代的思想方

面的情况，看出它们所反映的这两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的情况，从反映看出所反映。 
 
可以说是"画龙点睛"。 
 
第三，从这些前提出发，第一次大转变时期之所以"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很显然了。在春

秋时期，原来居统治地位的贵族（我没有说明什么样的贵族）衰落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崩坏

了（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原来的社会解体了（就是所谓"天下无道"），原来贵族阶级所养

的为他们服务的有专门才能的人，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流入民间（就是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这些人就是所谓"士"。士本是贵族的最下层，以后成为"四民之首"。他们只好依靠自己的知识

才能在社会上自谋生计，自搞活动，自发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就出现了各家各派，形成了

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这样讲起，我讲中国哲学史，就不是像胡适那样，从老子讲起，而是从孔子讲起。在

我的《中国哲学史》中首先出现的人物，就不是老聃，而是孔丘。 
 
究竟孔丘和老聃哪个人在先，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争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兴趣。在胡

适以老子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之后，梁启超提出不同的意见。梁

启超是清朝末年戊戌变法时期的革新人物，后来成为君主立宪派。中华民国成立他又追随袁

世凯和北洋军阀。"五四"运动以后，他在政治上很不得意，恢复了讲学的生活。他发表文章，

作了一番考据工作，举了一些证据，证明老聃出现在孔丘之后。当时赞成和反对他的都有其

人，一时辩论很热烈。 
 
他的说法给我不少的帮助，但是我并不是专靠他的考证。我主要是就春秋战国时代的社

会形势，得出论断。我认为，就整个形势看，孔丘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

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出现的人。要说孔丘是第

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证据，对我有用。但如果单独看这些证据，也还是可以辩论的。

有些证据好像两刃刀，可以两面割的。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专靠哪一方面所举的理由都是

不能完全解决的。必须把各方面的理由综合起来，搭成一个架子，互相支援，才可以站得稳。

我认为关于老聃晚出这个问题，是可以搭成这样一个架子的。 
 
在"五四"时期，有一种"疑古"的风气，像钱玄同就为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疑古"（他原来的

名字叫钱复，字中季）。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来自认为是提倡"疑古"的精神。但是在

老聃这个问题上，好像他的"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启超和我。他未免耿耿于怀，因此更坚持他的

说法。有人告诉我说，胡适在北大的讲堂上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

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疑古"发展为"辨伪"。在通史这一方面，大作"辨伪"工作的是顾颉刚。胡适的《中国哲学

2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6-26  



史大纲》本来以"辨伪""自鸣得意"。在先秦的著作中，他指出哪些书或哪些篇章是伪作。审查

历史资料是必要的。从古代流传下来，号称为先秦的著作，其中有很多诚然是伪作。例如《鬼

谷子》、《　冠子》之类。但是有些篇章，如《庄子》、《荀子》中有些篇章，说它们是真固然

不对，但说他们是伪也不适当。像《庄子》、《荀子》这一类的书名，在先秦本来是没有的，

所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如《逍遥游》、《天论》之类。汉朝及以后的人，整理先秦学术，

把这些零散篇章，按其学术派别，编辑起来，成为一部一部的整书。其属于庄子一派的，就

题名为《庄子》；其属于荀子一派的，就题名为《荀子》。他们本来没有说《庄子》这部书是

庄周亲笔写的，《荀子》这部书是荀子亲笔写的。本来他们也没有意思这样说。后来的人不知

这种情况，就在《庄子》这部书的题名下，加上庄周撰；在《荀子》这部书的题名下，加上

荀况撰。再后来的人，就信以为真。"疑古"的人就问，既然是庄周撰，荀况撰，为什么其中有

些篇章记载有庄周和荀况死以后的事呢？这些篇章一定是伪。如果明白了上面所说的情况，

就知道本来没有人说它们是真，又从哪里来的伪呢？对于误认为它们是真的人，辨伪也是必

要的。但对于本来就不以它们为真的人，辨伪也就成为"无的放矢"。这就是真既不存，伪亦不

立。关于古代著作的情况，清朝的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言公》中说过。在我开始讲中国

哲学史的时候，傅斯年也说过，我因而用之。 
 
在这些方面，传统的说法是"信古"，反对传统的说法是"疑古"。我的说法，我自称为"释

古"。关于"释古"的内容，下面还有说明。 
 
对于哲学史的资料，流传下来，号称是某子某人的著作，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内容。如果

没有内容，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有内容，即使是伪的，也是有价值的。所

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列子》这部书，我们认为是伪书。说它是伪书，

不过是说它不是先秦的著作。 
 
但它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所表现的思想，虽然不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大概也是魏晋时

代的思想。例如《杨朱》篇所表现的思想，同别的材料所说的魏晋名士的旷达是相合的。所

以，如果认为《杨朱》篇所说的就是先秦杨朱的思想，那是不对的。但可能是魏晋名士的思

想。《杨朱》篇是有内容的。  

 

198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4 时半，在哥伦比亚大学纪念图书馆圆形大厅接受该校校长授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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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文学博士学位，冯友兰由女儿宗璞等陪同步入会场。 
如果把它放在错误的时代，那就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把它放在它真正出现的时代，

那却是很好的资料。对于这一类的资料，不加审查就信以为真，那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一概

抹杀，那也是错误的。资料的真伪并不像一颗珍珠的真伪那样。说一颗珍珠是真是伪，那就

断定了它本身的价值。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

后。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我的《中国哲学史》之间的不同，还有基本的一点。这一

点，用中国旧日学术界传统的说法，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蔡元培说，胡适是汉学专家，

这是真的。他的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

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宋学正是相反。 
 
它不注重文字的考证、训诂，而注重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从历史的发展

说，在我称之为经学时代的时代，研究学问的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儒家的经典。在解释的过

程中，首先是要解释文字，这就是考证、训诂。汉朝经师所做的，主要是这一种工作。这种

工作做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进一步，了解和体会经典的文字所表示的义理。这本是一件事

情发展的两个阶段。可是后来就成为两种治学的方法。前者称为"汉学"；后者称为"宋学"。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

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金岳霖说，西洋哲学与名学非其所长（见下文）。大概

也是就这一点说的。 
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这就是

所谓"汉学"与"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 
 
我想起了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中，有一首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

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意思就是说，好诗要写出来人

们的真实感受，自身没有真实的感受，而勉强要写，只有暗中摸索，终不会是真的。比如要

画秦川的风景，有些画家是临摹前人的画而画出来的；有些人是亲身到了长安，有所感受，

凭着他的感受画出来的。当然前者的画是不会好的。只有后者的画才有可能是好的。这两种

画画的不同，在研究学问方面说，也就是"汉学"与"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 
 
  这是从研究哲学史这方面说的。如果只能懂得以前哲学家的著作的语言文字而不能

了解、体会其义理，那就不能写出符合哲学史的本来面目的哲学史。从哲学这方面说，如果

认为从古人的语言文字中，可以得到哲学的真理，那也等于认为从临摹前人的画中可以画出

好画。哲学的真理，只有从自然、社会、人生中直接观察体会出来。从这个意义说，无论"汉
学"或"宋学"，都不是研究哲学的最好方法。但研究哲学史是有这两种方法。方法不同，所得

的结果亦异。 
 
  就我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内容说，有两点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点是，向来

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其主要的辩论，就是"合同异，离坚白"。认为这无非都是一

些强词夺理的诡辩。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皆总而言之曰："合同异，离坚白"，或总指其学为

"坚白同异之辩"。此乃笼统言之。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分两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

"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中国哲学史》268 页）。第二点是，程

颢和程颐两兄弟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统称为"程门"。朱熹引用他们的

话，往往都统称"程子曰"，不分别哪个程子。我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故本书谓明

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兄弟二人开一代思想之两大派，亦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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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有者矣。"（《中国哲学史》876 页）现在更明确了，程颢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程颐

的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虽同是唯心主义，但有客观、主观之异。 
 
这两点我认为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 
 
我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也有两个大弱点。第一点是，讲佛学失于肤浅。中国佛学的

发展也就是有如书中所讲的那些问题。那些都讲了，可是像一个大拼盘，菜并不少，排列也

整齐，但是缺乏内部的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也不能讲透。佛学的资料

浩如烟海，不是几年所能完全搞通的。我就是元好问所说的第二流的画家，没有亲到长安，

可是硬要画"秦川景"，只好临摹别人的画，拼凑起来。虽然也是应有尽有，可是不免于"暗中

摸索"。深通佛学的林宰平（志钧）看了我的这部分文稿后，说："讲也就是这么讲，可是总觉

得不是那个样子。"这就是"暗中摸索总非真"。 
 
第二点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亦是捎带而过。这是因

为当时局势紧张，日本大举入侵的形势已成，北京的沦陷迫在眉睫。我急于使研究工作告一

段落，早日出版，以免稿子在战争中损失。常言道："慢工出细活。"不能慢工，就出了"粗活"，
成了"急就篇"。 

 
我因为要讲中国哲学史，所以也就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一章说讲一章。但是讲的进度

比研究的进度要快得多。我在上课的时候，对于我已经研究过的，就照着我所研究的结果讲，

讲得比较细，所用的时间比较多。对于我没有研究过的，我就照着一般的说法讲，讲得比较

粗，所用的时间比较少。我的研究也照着历史的顺序，逐渐进展。在讲课中，讲我研究过的

部分，也照着历史的顺序，逐步延伸。当时的教师所讲的课程，本来没有预定的进度。听说

在北京大学继胡适讲中国哲学史的一位教师，讲了一个学期，还没有讲完《庄子·天下篇》。 
 
1928 年，我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大学，仍然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仍然用逐步延伸

的办法，进行下去。终于在 1929 年完成这部书的上半部。当时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主办一个出

版机构，名神州国光社，把这部分稿子拿去，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上册于 1931 年先行出版。

到 1934 年全部上下两册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的写作告一段落。 
 
在上册出版的时候，清华大学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先请专家审查。主要的审查人

是陈寅恪和金岳霖。陈寅恪的审查报告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

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

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

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

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

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

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

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

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

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

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

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

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

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　　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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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金岳霖的审查报告

说："……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

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

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

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原稿作"美国商人"，发表时，我征得金先生的同意删去

"商"字）；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

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

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意效果，既注

重效果，则经他的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

想，让它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它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

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

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

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

一本好的哲学史。 

 
1982 年在美国与《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布德先生重逢。 
"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但他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

国哲学史。成见他当然是有的，主见他当然也是有的。据个人所知道的，冯先生的思想倾向

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

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先生所云：'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情于一种

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件事。冯先生对于儒家对于丧礼与祭礼之理论似乎有十二

分的同情，至于赞成与否就不敢说了。冯先生当然有主见，不然他可以不写这本书。他说哲

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这也可以说是他主见之一；但这种意见是一种普遍哲学的形式

问题而不是一种哲学主张的问题。冯先生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

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以上两篇《审

查报告》见《中国哲学史》附录）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

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

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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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

没的。 
 
当我于 1926 年到北京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哲学刊物，叫《哲学评论》，它是由当时的尚

志学会主办的。尚志学会是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宪法研究会--的一个附属组织。

在民国初年，第一次国会成立之后，国民党想以国会的力量，迫使袁世凯交出政权。照《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统一职只是一个空名的国家元首，实际政权掌握在国务总理

手里。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它计划凭借这种力量取得国务总理的职位，组织内阁，

掌握政权。为了抵抗国民党的这种计划，袁世凯把当时国会中除国民党以外的小政党联合起

来，成为一个仅次于国民党的大政党--进步党。进步党里边有许多派系，梁启超在进步党内部

组织了一个宪法研究会，当时称为"研究系"。进步党及其中的派系，原来也是想凭借在国会中

的力量，在政治上占一点地位。 
 
在袁世凯的暴力之下，国会不能行使职权，国民党失败了，与之对立的进步党也不能不

跟着垮台。研究系就把它的活动从政治方面转到学术方面来，办了一个学会，叫尚志学会。

它名叫学会，实际上还是原来那班人主持一切。在五四运动时期，罗素和杜威到中国讲学，

尚志学会曾出钱支持。《哲学评论》就是尚志学会主办的刊物，原来主编是瞿世英（菊农）。 
 
我到北京以后，尚志学会的一个主持人林志钧（宰平）来找我说，他们请我主编这个刊

物，每年出四期，每期由尚志学会出钱四百元作为稿费和印刷费。稿子的来源和选择，稿费

和印刷费的支配，他们概不过问，由我完全负责。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以后《哲学评论》

出版了几期，尚志学会果然照条件办事，只是每期送钱过来，其余概不过问。几期之后，《哲

学评论》改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条件是他们只管印刷发行，不负担稿费的责任。每期的稿

子仍由我编辑，把编辑成了的稿件送交开明书店，他们照样印刷发行。他们不向我要印刷费

和发行费，我也不向他们要稿费，两不找。尚志学会还是每期出钱四百元，专作稿费。在这

样的安排之下，《哲学评论》的稿费和印刷费都有了确实的着落，进行很顺利。 
 
后来抗日战争发生，我和尚志学会失去了联系，开明书店也迁移到当时的大后方。在整

个的抗战时期，《哲学评论》还断断续续地出了几期。抗战胜利以后就无形地结束了。 
 
我于 1926 年到北京以后，在北京几个大学的哲学系工作的人，组织了一个"中国哲学会北

京分会"，计划是先在各地方成立分会，再联合起来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会第

一届年会于 1935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于 1937 年 1 月下旬在南京召开。有北京、

南京、广州三个分会。 
 
当时陈立夫是南京教育部部长，被认为是国民党官方哲学的代表，可是在南京开会的中

国哲学会并没有请他以哲学家的资格出席，也没有请他以教育部长的身分到会讲话，因为当

时大家都认为哲学应该与政治无关。通过的会章也没有设会长，只设理事会处理会务，因为

照当时形势，若设会长，势必选陈立夫担任，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的。抗日战争期间，只在 1940
年在昆明开过一次年会，选举中国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名单（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

如下： 
 
方东美 全增嘏 汪奠基 何兆清 吴 康 金岳霖（常务兼会计） 林志钧 宗白华 胡适 范

寿康 冯友兰（常务） 张君劢 张东荪 汤用彤 贺麟（常务兼秘书） 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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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会以《哲学评论》为本会刊物，仍由我主编。 
 
解放以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新哲学会，原来中国哲学会的会员转入了中国新哲学会，

原来的中国哲学会无形中结束了。 
 
中国新哲学会成立了，它认为新哲学是对旧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取代了旧哲学，

原来的中国哲学会也结束了，没有旧哲学也就无所谓新哲学，所以中国新哲学会又把"新"字去

掉了，只称为中国哲学会。这个新的中国哲学会，主办一个刊物，叫《哲学研究》，作为《光

明日报》的一个副刊。后来科学院成立了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这个名称就由哲学研究所

编辑的刊物用了，《光明日报》的那个副刊改名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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